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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胡適紀念館「胡適獎學金」得獎感言 

蔡旻遠 

各位老師先進，大家好。我是今年台大歷史所博班一年級的學生蔡旻遠。 

首先很榮幸可以站在這邊和各位師長先進報告自己碩班階段的成果，在開始

之前我想先感謝胡適紀念館以及三位匿名審查人的鼓勵，讓我領到這個獎。碩士論

文能夠以胡適為題，並且獲得以其為名的獎學金，更是意義非凡。因此想再一次感

謝紀念館肯定，也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的審查意見，日後我將依此進一步完善這篇

文章。 

我們都知道胡適的朋友很多，唐德剛甚至也說過「行列之中都有胡適之的朋友」

這樣的一段話。而我的碩論基本上就是環繞在這些朋友、乃至於人際關係之中，去

討論「知識分子與他們的政治選擇」。時間斷限以 1917-1924 為主，也就是他留學

歸國，進入北大任教，一直到他南下上海的這段時間，當然實際討論時，仍會向上

向下超出一些。 

事實上，胡適研究相當特別，它是一個入門門檻低，但是突破難度很高的研究

領域。原因是胡適身後大量的材料有相對完備的整理，例如中國有安徽版全集、我

們台灣自己也有中研院版本的全集、甚至是紀念館本身的檔案搜尋系統也相當完

備，每條中文檔案都有摘要。這些材料因素讓踏入胡適研究的門檻相對較低。但是

也因為如此，再加上胡適本人在中國近代史上也極具代表性，因此學圈已經產生了

許多優秀作品，要在現有的學術積累上繼續突破就也較困難。 

所以，像「知識分子與政治選擇」這樣的課題，其實已經有人嘗試過了，所以

我有必要提出新的觀察視角。我自己思考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在於，過去我們常用一

些有形的組織去勾勒社群網絡，這些組織可以是學校，例如北大；可以是期刊，例

如努力周報。過去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胡適派學人群」。 

然而我自己認為這些傳統的分類方式事實上已經預設了觀察角度與前提，並

不能完整呈現胡適的社群網絡。因此我就不採取舊有的人群分類方式，包括期刊、

學校、自由主義者這樣的標籤，而是回到史料本身，把最根本的人際交流，一條一

條的去檢視，去把胡適的人際網絡拼湊出來。也因此我選擇能呈現大量數據，並且

以圖形化呈現的數位人文，特別是其中的「社會網絡分析」，作為我的研究方法。 



2 

實際操作層面上，就是傳統的閱讀史料方式，一條一條登記，然後留下筆記摘

要，用這種方式慢慢蒐集胡適人際網絡的資料。這樣的過程當然有時候顯得枯燥，

但慢慢讀材料，也會有些意外的發現和樂趣。例如看史料的時候，就有時會發現到

日記出版品和原稿相比，是有一些錯誤這樣的情形。或是在閱讀的過程中，把一些

人的名號或是文章書寫的時間考證出來這樣。 

上述這些工作，最後會形成一個像這樣的大表格。積少成多，我也是在這樣慢

慢讀材料的過程中，增加對史料的熟悉度，然後也跟著胡適的日記去了解它所經過

的那個年代。所以，他的日記其實就是引導我理解近代中國史的指南針。而這些表

格資料，最後用軟體去跑之後，就會以圖形的方式呈現 

我這邊就簡單舉一個例子，例如當前研究比較薄弱的階段是早期的胡適。左邊

是 1917，右邊是 1918年胡適的人際網絡，我們就可以發現到許怡孫、錢玄同兩個

人之於早年胡適很重要，然後再進一步細究，發現胡適和許怡孫談更多政治；和錢

玄同則是文化、學術知識上的課題更多，因為論文聚焦在政治層面，所以就特別關

注在許怡孫身上。 

基本上，我就是用這種方式使用數位人文工具，也比較強調他提供浮面展演以

及對史料所呈現的現象做提示功能的這一部份。 

於上述操作之下，我發現到和胡適政治選擇相關的部分，有下列三點值得進一

步討論： 

一、胡適返國前，直到返國初期的人際活動，將以許怡蓀為核心，並延伸討論

在其死後人際交流的轉移。 

二、1921-1922年間「好人政府」及「顧宅茶話會」群體的形成，而這些人際

關係對胡適的政治選擇發揮了什麼影響？ 

三、董康、白堅武等「非自由主義者」與胡適之間的政治互動。 

第一點，我主要是根據過往較少關注的《胡適許怡蓀通信集》，去勾勒出早年

胡適政治思想的發展在 1913-14年有一個重要的轉折之外，也發現到胡適早年的交

友狀態是中國、日本、美國三地經營，其中中國、日本兩地的友群日後合流，這批

「志同道合」的友群成為胡適返國後迅速融入知識圈的基礎，同時也是胡適日後參

與政治最重要的資產。但是在這個階段，胡適還是堅持他所謂 20年不談政治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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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而觀察他的人際網絡中，也可發現他幾乎沒有和政圈人物討論過政治。 

但是到了 1921-22年，也就是第二點，開始有大量政治人物──特別是研究系

成員，開始進入胡適的交遊圈，並產生「跨派系」，甚至是跨越「在野與執政」的

群聚論政的現象。在顧維鈞家裡舉辦的「茶話會」提供知識分子政治討論的空間，

並進一步形成後續政治選擇。以胡適為例，這個茶會其實影響到了他在努力周報上

所寫的社論內容。 

最後一點，我針對董康、陳達材、譚鳴謙、白堅武等人物的討論，是為了要說

明胡適的朋友不是只有所謂的自由主義者。藉由關注《白堅武日記》，勾勒出環繞

在李大釗、白堅武、胡適，甚至是吳佩孚等人的互動關係，為這些人物的政治行為

提供一個更深層的解釋。這挑戰過往的觀察視角，說明以「自由主義」思想串聯人

群的觀察方式忽略了和胡適「道不同仍相為謀」的政治夥伴。而胡適的政治態度也

就是和這些人物的交往、聚會、討論、爭辯中，一點一滴凝聚形成。 

總體而言，我碩論的結論是人際關係與政治選擇的連結雖然幽微，但是影響直

接。私下的互動往往先行於公開的表態。許多檯面上的活動，可能都是層層人際關

係角力後最終產出的結果。同時藉由人際關係互動，當時的知識人獲得了一種參與

政治，散發影響力的管道。甚至提醒了我們，人際關係網絡提供知識分子在邊緣化

的大潮之下，有重回政治核心的可能──儘管這僅是非常短暫，且在主義時代來臨

之後，便消逝的可能性。 

 


